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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危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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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人口持续增长推动肉类需求不断上升, 传统肉类生产面临资源消耗、环境压力和动物福利等多

重挑战。细胞培养肉作为传统肉类的替代品, 具有低碳排放、低土地占用等优势, 其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产业

发展的核心问题。本综述系统梳理了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生物性危害(包括细菌、真菌、病毒、朊病毒、

细胞系稳定性与遗传漂变)、化学性危害(包括抗生素残留、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支架与微载体中的成

分及残留、内毒素污染、冷冻保护剂残留、其他化学污染物及工艺相关物质)及致敏性风险, 并与传统肉类进

行对比。分析表明, 传统肉类的食品安全危害主要源于养殖、屠宰和加工环节。相比之下, 细胞培养肉虽在封

闭的生物反应器中生产, 显著降低了肠道病原体污染和食物链生物富集等传统风险, 但其自身生产链条仍存

在微生物污染及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传统化学性污染的可能。此外, 其复杂生产工艺可能引入全新的危害

谱系, 包括支原体污染、细胞系稳定性与遗传漂变、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支架与微载体中的成分及残

留、冷冻保护剂残留以及新型致敏原等特有危害。目前, 各类危害研究仍处于识别阶段, 还缺乏统一的风险强

度排序。本综述通过系统阐明各类危害的来源、发生阶段、风险特征与控制措施, 以期为后续风险评估和监

管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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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otential food safety hazards in production process of 
cell-cultured meat 

LIU Chun-Hua, YU Xiao-Jie, MA Yong-Zhong, WANG Ji-Xiao, LI Lie-Fei, WANG Rui, WU We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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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drives the rising demand for meat production. Conventional meat production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resourc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animal welfare concerns. As an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meat, it has advantages such as low carbon emissions and low land occupation. It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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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has become a core concer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biological 

hazards (including bacteria, fungi, viruses, prions, cell line stability and genetic drift), chemical hazards (including 

antibiotic residues, growth factor and exogenous hormone residues, components and residues from scaffolds and 

microcarriers, endotoxin contamination, cryoprotectant residues, other chemical contaminants and process-related 

substances) and risk of sensitization associated with cell-cultured meat production, and compared them with those of 

conventional meat.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ood safety hazards in conventional meat primarily originate from 

farming, slaughtering and processing stages. In contrast, although cell-cultured meat is produced in closed bioreactors,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nventional risks such as intestinal pathogen contamination and food chain 

bioaccumulation, its own production chain still presents the possibility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as well as 

conventional chemical hazards including heavy metals, pesticide residues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Furthermore, its 

complex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may introduce an entirely novel hazard spectrum, including unique hazards such as 

mycoplasma contamination, cell line stability and genetic drift, growth factor and exogenous hormone residues, 

components and residues from scaffolds and microcarriers, cryoprotectant residues and novel allergens. Currently, 

research on various hazards remains at the identification stage, lacking a unified ranking of risk intensity.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clarified the sources, occurrence stages, risk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various hazard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ulatory systems. 

KEY WORDS: cell-cultured meat; food safety; biological hazards; chemical hazards; sensitization 
 
 

0  引  言 

随着人口增长、收入提高以及城市化推进, 全球肉类

需求持续上升。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预测, 
2050 年全球肉类消费量将达 4.55 亿吨, 较 2005 年增长

70%[1]。肉类需求的攀升使传统畜牧业面临资源、环境和

动物福利等方面的巨大压力, 亟需开发可持续的替代蛋

白。肉类替代品主要包括植物基肉和细胞培养肉, 前者发

展较早, 但在色泽、口感及营养等方面与传统肉类仍有明

显差距, 消费者接受度有限[2]。细胞培养肉是利用合成生

物学与组织工程技术, 通过体外大规模培养动物细胞获得

肌肉、脂肪等组织, 并经食品化加工制成的新型肉类产品。

近年来, 细胞培养肉已成为国际研究热点, 但其食品安全

问题仍存在诸多未知, 引发广泛关注。因此, 本文系统梳

理了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生物性危害、化学性危害及

致敏性风险, 并与传统肉类进行对比, 明确各类危害的来

源、发生阶段、风险特征与控制措施, 以期为后续风险评

估和监管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 

1  细胞培养肉概述 

1.1  细胞培养肉的优势 

细胞培养肉, 亦称培养肉、体外肉, 是利用细胞生物

学、组织工程和食品工程技术, 通过体外大规模培养动物

干细胞, 诱导分化为肌肉组织, 并经过食品加工技术制成

的肉类产品[3]。关键技术包括细胞分离与培养、支架构建、

生物反应器设计等。 
与传统肉类相比, 细胞培养肉具有以下优势[4]: (1)生

产效率高, 生产周期短, 可高效获取动物蛋白, 填补肉类供

给缺口。(2)环境友好, 研究表明, 细胞培养肉生产可以使能

源消耗降低 7%~45%, 用水量减少 82%~96%, 土地使用量

减少 99%,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78%~96%[5], 同时减少饲

料粮需求与废弃物处理。(3)营养可精准调控, 可将营养物质

直接用于肉类生产, 无需养殖动物转化, 能精确调控肉的营

养成分, 如降低脂肪含量、增加有益脂肪酸和维生素等, 满
足个性化健康需求。(4)改善动物福利, 无需屠宰动物。 

1.2  发展现状 

细胞培养肉研究可追溯至上世纪 50 年代, 荷兰医生

Van Eelen 于 1999 年获干细胞产肉相关专利[6]。实质性进

展始于 21 世纪初: 2002 年 Benjaminson 等[7]利用金鱼骨骼

肌细胞培养出可食用肌肉组织, 证明了体外肌肉蛋白生产

的可行性; 2005 年首篇人造肉论文发表[8]; 2013 年荷兰

Mark Post 教授推出世界首例细胞培养肉饼, 证明了细胞

培养肉技术的可行性, 也将细胞培养肉推入大众视野, 引
起了各界广泛关注[9]。此后技术加速发展, 2015 年美国

Upside Foods、荷兰 Mosa Meat 等众多细胞培养肉初创公

司成立[10]。2020 年新加坡食品局批准美国 Eat Just 培养鸡

肉上市 , 新加坡成为全球首个销售培养肉的国家 [11]。

2022—2023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农业部相

继批准Upside Foods和GOOD Meat的培养鸡肉上市, 标志

着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个销售培养肉的国家[12]。2024 年以色

列卫生部批准 Aleph Farms 牛排上市[11]; 同年韩国食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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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部宣布开放细胞培养肉的审查通道。2025 年澳新食

品标准局批准 Vow 培养鹌鹑肉上市[13]。目前, 全球细胞培

养肉公司已超过 150 家, 利用鸡、猪、鱼类细胞制作的多

种形式的细胞培养肉制品相继问世[14]。 
我国研究起步稍晚。2019 年南京农业大学周光宏团

队培育出国内首块培养猪肉, 这一重大突破使细胞培养肉

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15]。此后政策支持加大, 2022 年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强
调研发人造蛋白等新型食品; 科技部拨款 2000 余万元支

持相关重点项目[16]。2023 年浙江大学刘东红团队制备出培

养大黄鱼组织仿真鱼排[17]; 2024 年江南大学陈坚院士团队

成功制备兼具肌肉和脂肪组织的培养五花肉[18]; 2025 年南

京农业大学周光宏教授团队联合南京周子未来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建成国内最大培养肉中试工厂, 完成全球首次 2000 
L 生物反应器细胞培养猪肉规模化试生产[19], 同年中国农

业大学韩建永教授团队首次实现多能干细胞来源的多组织

培养肉制备[20]。目前国内培养肉初创公司已近 10 家[16], 包
括南京周子未来、香港 Avant Meat、上海 Cell X 等。 

2000 年至今, 研究经历了从理论探索(2000—2013)、
试生产与效率提升(2013—2020)到关注产业化与食品安全

(2020 至今)的 3 个阶段[21]。目前细胞培养肉在产业化方面

仍面临诸多挑战。生产成本方面, 培养基费用占比高达

55%~95%[22], 干细胞维持、无血清培养基开发、种子细胞

大规模扩增与分化等关键技术规模化应用仍有待验证, 制
约了成本的降低[15]。产品品质方面, 肌肉与脂肪细胞的共

培养技术尚不成熟, 而脂肪含量对肉类的纹理和风味至关

重要, 现阶段培养肉在色、香、味、型等方面与传统肉类

仍有差距, 需通过加工技术进一步改善[23]。消费者接受度

方面, 研究表明各国消费者接受程度各不相同, 印度和中

国消费者接受度高于美国, 培养肉更吸引年轻人、城市人、

高学历消费者及具有较高肉类偏好的群体[24]。总体而言, 
细胞培养肉的产业化须加强跨学科协作, 突破上述关键技

术壁垒。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 
细胞培养肉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1.3  生产过程 

细胞培养肉标准化生产流程包含四大核心阶段: 细
胞分离、细胞扩增、支架构建与组织成熟、终产品加工[25], 
如图 1 所示。 

细胞分离作为首要工序, 需从活体动物(图 1A)提取

具备肌纤维生成能力的特定细胞, 如肌肉干细胞或间充质

干细胞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26]。研究表明 , 
MSCs 因具备成脂与成肌双向分化潜能, 可同步获取培养

肉所需的两种基础细胞类型, 成为理想细胞来源[27]。初期

扩增旨在将从活检组织中分离的少量目的细胞进行快速扩

增, 为后续大规模培养提供种子细胞[28]。 

 

 
 
 

图 1  细胞培养肉的生产过程[25] 
Fig.1  Production process of cell-cultured mea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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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第二阶段是细胞大规模扩增(图 1B), 旨
在通过体外增殖获取足量活细胞以满足肉类生产需求。细

胞在含必需氨基酸、糖和生长因子的培养基中增殖。不同

种子细胞体外增殖能力各异, 有研究利用理化刺激、基因

突变、病毒感染等外界刺激促使细胞体外无限增殖, 建立

不衰老的永生化细胞系[29]。此外, 在细胞增殖过程中使用

的胎牛血清价格昂贵且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开发低成本、食

品级的高效扩增培养基是本阶段关键技术[28]。细胞扩增后通

过更换培养基促使细胞定向分化, 需精确控制分化条件[30]。 
为赋予培养肉与传统肉类相似的组织结构与质地特

性, 需将细胞导入仿生支撑体系进行生长与分化, 此为第

三阶段(图 1C)。动物细胞大多为贴壁生长, 需借助生物支

架模拟体内细胞外基质微环境。目前已开发 3D 打印生物

材料、可食用聚合物及植物源材料等多种支架[31]。细胞在

支架上定向分化, 逐步成熟为肌肉、脂肪与结缔组织。 
终产品加工阶段旨在使培养肉在感官品质与质构特

性上与传统肉类无显著差异(图 1D)[32]。成熟组织经脱支架

处理后, 经标准化肉制品加工工序(如切割、调味等)处理, 
可进一步加工为汉堡肉饼、香肠、牛排等特定形态产品。

此阶段需通过纯化工艺去除培养基残留及杂质组分, 保障

产品安全性。 

2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危害 

2.1  生物性危害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生物性危害与传统肉类存

在显著差异。传统肉类的生物性危害主要源于养殖和屠宰

环节的肠道病原体、病毒及朊病毒的传播, 以及产毒真菌

污染[33–34]。细胞培养肉虽在封闭生物反应器中生产, 规避

了传统肉类肠道内容物暴露导致的微生物污染风险, 但其

自身生产链条仍存在污染可能, 且呈现新的风险特征, 主
要表现为: (1)细胞培养肉的核心生产阶段在 37 ℃恒温、高

湿度、营养丰富的液态培养基中进行, 一旦发生污染, 极
易导致微生物快速增殖[35]; 而传统肉类在 0~4 ℃下低温储

运, 可以减缓大多数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速度。(2)细胞培

养肉的无菌体系在正常生产中保障了产品洁净, 但也使得

污染发生时微生物缺乏竞争制约, 扩增速度远快于传统肉

类[36–37]。(3)细胞培养肉的微生物污染同时构成工艺风险与

食品安全风险: 一方面, 微生物污染会抑制目标细胞生长, 
导致整批次培养失败[38]; 另一方面, 其代谢产物或毒素残

留仍可能对消费者构成健康威胁[39]。此外, 其独特的生产

模式还引入了新型危害[35]。 
根据文献梳理, 生物性危害可归纳为 5 大类: 细菌污

染(支原体和生物膜需要重点关注)、真菌污染、病毒污染、

朊病毒污染及细胞系稳定性和遗传漂变[40]。细菌污染是最

常报告的微生物污染物类型[41]。其中, Horn 等[42]指出支原

体因尺寸微小、难以通过常规过滤去除、不产生可见浊度而

成为隐蔽性最强的污染类型, 需要重点关注; Rahman 等[43]的

研究表明生物膜因 37 ℃恒温培养环境加速形成、附着于

多孔支架内部难以清除而对生产构成持续性威胁和挑战。

真菌污染虽发生率低于细菌, 但产毒真菌产生的真菌毒素

可能残留于终产品中对消费者构成潜在威胁[39,41]。病毒污

染方面, 受感染动物细胞在体外培养中持续携带并传播病

毒, 使病毒污染的风险来源发生了转移[44]。朊病毒污染虽

总体风险较低, 但因朊病毒对常规灭菌程序具有极强的抗

性, 源头控制是最为有效的防控策略[45–46]。细胞系稳定性

和遗传漂变是细胞培养肉特有的生物性危害, 永生化细胞

系的基因修饰可能导致致癌转化、非预期突变及蛋白质表

达改变, 微小基因组变化可能潜在地影响最终产品的致敏

性或毒性特征[35]。各类危害在污染来源、发生频率、检测

难度及食品安全影响方面各具特征, 目前文献中尚无风险

强度的统一排序[42]。 
2.1.1  细菌污染 

传统肉类的细菌污染主要源于动物屠宰加工环节 , 
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空肠弯曲菌及产志贺

毒素大肠杆菌等肠道病原体污染肉品表面[47]。与传统肉类

不同, 细胞培养肉在封闭的生物反应器中生产, 理论上可

规避肠道病原体污染风险, 但引入了新的污染途径。根据

Powell 等[41]的分类, 细胞培养肉生产中的细菌污染可归纳

为 3 类载体: 细胞系污染、培养基与耗材输入污染及人员、

设备与环境污染。细胞系污染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 Treich
等[48]的研究指出, 此类风险显著低于传统畜牧业。培养基

与耗材输入污染贯穿第一至第三阶段[44], 血清、生长因子、

支架材料、一次性生物反应器等均可能引入细菌。人员、

设备与环境污染普遍存在于各阶段, 常见致病菌包括金黄

色葡萄球菌、蜡样芽胞杆菌、支原体等[49]。 
支原体污染是需重点关注的危害类型[35]。在传统肉类

生产中, 支原体风险主要限于养殖环节, 且仅对动物健康

构成威胁。相比之下, 细胞培养肉生产中支原体作为细胞

培养污染物直接威胁生产过程的稳定性与产品安全。支原

体是一类缺乏细胞壁的细菌, 尺寸约为 0.15~0.30 μm, 难
以通过常规过滤灭菌方式去除, 在液体培养基中生长不产

生可见浊度, 因此比大多数其他细菌更难在生产中被及时

发现, 这些特性使其成为培养肉生产中的主要污染风险[41]。

据估计, 全球 5%~30%的细胞系感染了支原体[50], 在已知

的约 190 种支原体中, 6 种导致近 95%的细胞培养污染事件, 
主要污染种属包括人员引入的口腔支原体、发酵支原体和

人型支原体, 以及源于血清的精氨酸支原体和源于胰蛋白

酶的猪鼻支原体[51]。支原体污染来源包括活检组织携带、

热敏感培养基组分引入、人员及环境气溶胶传播, 贯穿生

产全过程 , 其对细胞培养的负面影响包括降低细胞生长

率、改变代谢与生理机能, 甚至诱发染色体异常[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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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生物膜是第二个需关注的危害。生物膜是由细胞

外聚合物包裹的菌落, 可黏附于生产设备表面、支架材料

和生物反应器壁, 不仅增加了清洁难度、降低了生产效率, 
还显著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43]。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等主要食源性病原体均能形成

生物膜[53]。培养肉在 37 ℃恒温、营养丰富条件下生产, 生
物膜形成速度显著快于传统肉类的低温环境, 且生物膜可

附着于多孔支架内部, 清除难度显著增加。 
针对上述危害, 可采取以下措施: 对供体动物进行严格

病原体筛查并实施无菌活检, 建立细胞库无菌检测体系[38]。

对培养基组分进行过滤除菌验证, 对支架材料开展入厂无

菌检测, 对一次性生物反应器进行完整性验证[54]。执行人

员卫生监测、设备清洁和消毒验证及环境生物气溶胶监控, 
并在终产品加工阶段增设食源性病原体靶向检测[54–55]。针

对支原体, 通过 PCR 检测等方法定期筛查, 一旦感染, 受
污染细胞应通过高压灭菌、焚烧或消毒后处置等方式予以

处理[56]; 针对热敏感组分(如血清、生长因子)无法终端灭

菌的问题, 优先采用无血清或化学成分限定培养基[44]。针

对生物膜, 有效控制策略包括表面改性(采用抗微生物材

料减少初始附着)、酶处理(使用胞外聚合物降解酶破坏已

形成的生物膜基质)以及群体感应抑制剂[57–58]; 此外, 抗
菌肽是一类具有广谱抗菌活性的短肽, 能破坏细菌膜、抑

制群体感应并阻止生物膜形成, 在培养肉生产中展现出良

好的应用潜力, 但目前其合成成本高昂且稳定性较差, 限
制了实际应用[59]。 
2.1.2  真菌污染 

Alves-Rodrigues 等[60]指出传统肉类加工中常污染的

真菌主要包括曲霉属、青霉属等产毒霉菌及念珠菌属等酵

母菌。黄曲霉和寄生曲霉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被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列为 Group 1 致癌物(对人类致癌); 赭曲霉、北青

霉和疣孢青霉是产生赭曲霉毒素 A 的主要产毒菌, 该毒素

被列为 Group 2B 致癌物(可能对人类致癌), 并具有肾毒

性。上述真菌广泛分布于屠宰场环境和胴体表面, 污染来

源包括环境空气、受污染饲料等[61]。与传统肉类不同, 细
胞培养肉的真菌污染来源更为多样, 包括细胞系、培养基

与耗材、人员设备与环境等多途径[41]。污染传统肉类的产

毒真菌同样威胁细胞培养肉的安全, 这些产毒真菌产生的

真菌毒素可能溶解于培养基中, 被目标细胞吸收并残留于

终产品中, 对消费者健康构成潜在威胁[39]。此外, 酵母菌

及霉菌同样具有形成生物膜的能力, 可附着于反应器内壁

及支架材料表面, 常规清洗难以彻底去除[62–63]。 
针对真菌污染的多源性危害, 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

管控: 对供体动物进行真菌筛查及无菌活检, 确保无真菌

感染[38]。培养基组分进行过滤除菌验证, 优先采用无血清

或化学成分限定培养基; 支架材料开展入厂无菌检测, 重
点检测霉菌孢子; 一次性生物反应器进行完整性验证, 防

止微破损导致真菌入侵[54]。执行人员卫生监测、设备消毒

验证及环境监控[54–55]。针对真菌生物膜, 采用抗微生物表

面改性、胞外聚合物降解酶及群体感应抑制剂[57–58]。定期

对培养基及终产品进行霉菌和酵母菌计数检测, 重点检测

产毒真菌, 评估真菌毒素残留风险, 一旦发现产毒真菌污

染, 立即隔离受污染批次, 对生物反应器及洁净区进行全

面消毒处理[64]。 
2.1.3  病毒污染 

传统肉类与细胞培养肉的病毒污染特征存在本质差

异。Velebit 等[65]指出传统肉类的病毒污染主要源于动物肠

道中的人畜共患病毒通过粪便污染肉品, 以及屠宰加工中

从业人员传播的病毒。细胞培养肉生产规避了动物屠宰环

节, 理论上可消除因肠道内容物泄漏导致的病毒污染, 但
引入了新的污染途径: 病毒可能从供体动物传播至细胞系, 
并通过培养持续存在于终产品中[44]。最初在动物或人类中

发现的各种病毒对培养肉生产构成潜在危害 , 包括瘟病

毒、牛病毒性腹泻病毒、牛细小病毒、流感病毒、轮状病

毒、甲型肝炎病毒和戊型肝炎病毒[55], 这些病毒可能以潜

伏感染形式存在于细胞系中并持续复制, 增加了病毒载量

和残留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 培养肉的病毒污染概率理

论上低于传统肉类, 但其风险来源已从屠宰环节的粪便污

染和从业人员传播, 转变为受感染细胞系在体外培养中的

持续携带与传播。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病毒污染可发生于多个阶

段。内源性病毒污染主要发生于第一阶段, 来源于供体动

物本身(包括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和物种特异性病毒)[66]。外

源性病毒污染则可发生于生产的各个阶段, 病毒来源于人

员(呼吸道病毒)、其他细胞系交叉污染及受污染的动物源

培养基成分[41]。 
病毒污染的防控需分层次实施, 内源性病毒污染的

防控策略包括供体动物筛选(仅使用经认证无特定病毒感

染的动物)以及对供体动物进行病毒检测[54]、细胞库检测

(体外指示细胞法、种属特异性病毒检测及逆转录病毒检

测)[13]、基因改造安全性评估[41]。外源性病毒污染的防控

策略包括动物源培养基成分质量控制(伽马射线辐照血清

或优先采用无动物源培养基)[46]、过程监测(细胞病变效应、

生长速率变化)[44]。终产品加工阶段, 温度超过 80 ℃可有

效灭活多数食源性病毒[67]。 
2.1.4  朊病毒污染 

朊病毒是一类不含遗传物质的蛋白质感染因子, 通过促

使正常蛋白质异常折叠引发致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41]。与传

统肉类生产相比, 细胞培养肉在朊病毒风险方面具有理论

优势, 但也存在不确定性。传统肉类的朊病毒风险主要源

于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 人类食用受感染牛组织可感染

变异型克雅氏病[68]。Gough 等[69]的研究表明朊病毒存在于

受感染动物的脾脏、淋巴结、扁桃体、肠神经系统、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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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和血液中。细胞培养肉的朊病毒风险呈现以下特

征: 用于细胞采集的组织通常为肌肉或脂肪, 并非朊病毒

富集部位; 目前无证据表明朊病毒可以在细胞培养物中增

殖[37]。但若使用受感染动物的血清作为培养基补充剂, 理
论上存在传播风险[69]。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报告[45]指出鉴于

朊病毒在体外很难增殖, 总体风险较低。然而朊病毒对常

规灭菌程序(热、紫外线、化学处理)具有极强抗性[70], 一
旦污染几乎无法去除[42], 源头控制最为关键。细胞培养肉

生产过程中的朊病毒污染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在第一阶段, 使用受感染的供体动物作为细胞来源是

主要风险。在细胞扩增阶段, 使用受污染的胎牛血清作为

培养基补充剂是主要引入途径。 
防控朊病毒的核心原则是预防优于清除, 源头控制

是最为有效的策略。优先选择肌肉和脂肪组织作为细胞来

源, 避免使用脑、脊髓、淋巴组织等高风险组织[44]。供体

动物须持有官方健康证明, 经认证无牛海绵状脑病[37]。优

先采用无血清、无动物源培养基[46]; 或使用中空纤维阴离

子交换膜色谱法去除培养基中的朊病毒[71]。对无法完全验

证来源的样品, 可采用实时震动诱导转化和蛋白错误折叠

循环扩增等方法检测[70]。 
2.1.5  细胞系稳定性与遗传漂变 

Sophian 等[35]的研究指出, 与传统肉类不同, 细胞培

养肉引入了一类独特危害—细胞系稳定性与遗传漂变。传

统肉类的细胞在天然环境中生长分化, 不存在体外长期扩

增引发的基因组变化问题, 而细胞培养肉依赖于细胞在体

外长期增殖和多次传代, 持续暴露于复制错误、环境应激

及选择压力下, 导致遗传漂变风险成为细胞培养肉特有的

安全性挑战[72]。 
根据细胞来源的不同, 遗传漂变风险呈现不同特征[73]。

原代细胞直接从动物活检组织分离, 更接近生理状态且无

需基因修饰。但原代细胞增殖能力有限, 长期培养中逐渐

积累衰老相关变化[35]。随着细胞系老化, 其 DNA 修复能

力下降, 从而加速突变积累[38]。该风险主要发生在第一和

第二阶段, 因这两阶段均涉及大量细胞分裂。控制措施包

括通过遗传稳定性分析和染色体分析定期监测, 为每批次

生产使用新鲜储存的起始细胞, 并定义最大传代次数的安

全限值[71]。 
永生化细胞系通过基因修饰延长细胞寿命, 使其持

续增殖[74]。这类细胞能提供稳定的增殖能力和高生产力, 
但基因修饰可能导致致癌转化、非预期突变、脱靶修饰及

蛋白质表达改变[44,75]。长期传代中的遗传和表观遗传漂移

可能影响蛋白表达模式、代谢副产物或应激反应, 潜在地

影响最终产品的致敏性或毒性特征[35]。这一风险贯穿第一

至第三阶段, 因为细胞在每一阶段均持续分裂。控制永生

化细胞系风险的措施更为严格, 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化学品测试准则(第 487 号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微核试验、第

476 号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评估遗传毒性潜力; 
通过致瘤性检测、遗传稳定性分析和染色体分析持续监测。 

2.2  化学性危害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化学性危害与传统肉类存在

显著差异。传统肉类的化学性危害主要源于养殖环节的兽

药残留、环境持久性污染物的生物富集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有害物质, 其污染路径相对明确, 监管体系也较为成熟[76–80]。

细胞培养肉在体外生物反应器中生产, 虽规避了传统养殖

环节的部分风险, 但其复杂的生产工艺引入了新的化学性

危害, 同时对部分传统化学性污染物的控制也提出了新的

挑战[56,70]。根据文献梳理,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化学性危

害可归纳为六大类: 抗生素残留、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

支架与微载体中的成分及残留、内毒素污染、冷冻保护剂残

留以及其他化学污染物及工艺相关物质[40,55–56,77,80]。 
抗生素残留是细胞培养肉生产中最受关注的化学性

危害之一, 其风险大小取决于使用阶段、浓度、种类及去

除工艺的有效性[44,77]。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是细胞培

养肉特有的危害类型, 这些生物活性分子即使微量残留也

可能干扰内分泌平衡或引发过敏反应[35,42,76,78,81]。支架与

微载体引入了传统肉制品中不存在的材料安全性挑战, 包
括交联剂残留及纳米材料毒理学效应[35,55,74,80,82]。内毒素

污染因其热稳定性、去除难度及检测方法受限, 成为监控

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不仅对最终消费者构成安全风险, 还
会在培养过程中导致细胞培养结果出现变异, 构成工艺与

安全的双重风险[49,56,70]。冷冻保护剂残留也是细胞培养肉

特有的危害, 其中二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 DMSO)
已被证明具有负面毒理学效应, 若残留在最终产品中可能

对消费者构成潜在健康风险[83]。其他化学污染物及工艺相

关物质涵盖环境持久性污染物(重金属、农药、二噁英等)
和细胞培养工艺特有的化学添加物及接触材料迁移物两大

亚类[56]。虽然细胞培养肉因规避食物链富集而在环境污染

物方面具有理论安全优势, 但复杂的生产工艺引入了消泡

剂、pH 缓冲剂、指示剂等培养基添加物的潜在残留, 一次

性塑料制品引发的增塑剂、稳定剂迁移风险, 以及清洁剂

残留和微塑料污染等新的风险来源[35,40,56,84]。 
综上所述, 细胞培养肉生产过程中的化学性危害既

涉及传统肉类中存在的部分风险, 也涵盖多种工艺特有的

新型危害, 其化学安全性考量已超越重金属、农兽药残留

等传统肉类的关注范畴[35]。目前, 文献中关于各类危害风

险强度的排序较少。 
2.2.1  抗生素残留 

传统肉类兽药残留源于养殖过程中的兽药使用, 污
染概率较高, 残留水平受停药期合规性影响[85]。兽药残留

的健康风险包括直接毒性、过敏反应、致癌致突变、激素

干扰效应及细菌耐药性诱导[86]。细胞培养肉中抗生素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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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动物疾病, 而是用于防止细胞培养污染[44]。从残

留水平看, 由于后续的细胞冲洗和纯化步骤, 终产品中抗

生素残留理论上可降至极低。但 Varenina 等[87]在实验室培

养肉中仍检测到四环素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氟

喹诺酮类、磺胺类和 β-内酰胺类等多种抗生素残留, 部分

残留水平甚至超过传统肉类允许限量。从风险类型看, 细
胞培养肉中抗生素相关危害的风险更为复杂, 抗生素使用

还诱导耐药性风险, 并可能影响干细胞表型和特性, 包括

增殖、分化、存活和遗传稳定性[80]。总体而言, 细胞培养

肉中抗生素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使用阶段、浓度、种类以及

后续去除工艺的有效性; Bennie 等[75]报道行业领先企业(如
GOOD Meat、Aleph Farms、UPSIDE Foods)已公开声明, 抗
生素仅用于细胞来源、储存和初始扩增阶段, 相关风险可

能显著低于传统肉类。 
抗生素相关危害的污染来源可分为两类: 主动添加

的抗生素(为防止微生物污染有意添加至培养基)[70]和被动

引入的兽药残留(源动物养殖过程中的兽药通过活检组织

带入)[40]。污染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核心控制策略

包括通过严格的无菌操作和密闭系统设计, 从根本上减少

对抗生素的依赖[38]。确需使用抗生素时, 使用最低有效浓

度, 尽可能限制在生产初期[77]。通过细胞冲洗和纯化步骤

降低终产品残留水平[44]。替代策略包括使用抗菌肽、溶菌

酶、细菌素及噬菌体疗法等[55,77]。 
2.2.2  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 

在细胞培养肉生产中, 外源添加的生长因子与激素

是细胞增殖所必需, 但其残留风险构成了区别于传统肉类

的特殊化学性危害。传统肉类的激素残留主要源于养殖过

程中为促进生长而添加的激素类药物(如玉米赤霉醇、群勃

龙等)[88]。然而, 细胞培养肉生产中生长因子和外源激素是

培养基中的必需成分, 用于模拟体内环境, 调控细胞的增

殖、分化和存活[89]。需要指出的是, 与传统农兽药不同, 生
长因子[如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 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IGF-1)等]与
外源激素(如胰岛素、氢化可的松等)多为人体内源性物质

或与内源性物质高度同源, 其风险主要来源于非预期口服

暴露、与内源性水平的叠加效应及免疫原性, 而非传统意

义上的直接毒性[78]。 
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的残留风险主要源于第二和第

三阶段。在长期培养过程中, 细胞持续暴露于含生长因子

和外源激素的培养基中, 部分生长因子或外源激素可能通

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被细胞吸收, 或残留在细胞表面、

细胞内部或细胞外基质中, 即使经过后续的冲洗和纯化步

骤, 仍可能有微量残留存在于最终产品中[55–56]。这些生长

因子和外源激素具有高度生物活性, 能够在极低浓度下引

发细胞应答。Huang 等[78]的综述系统评估了 10 种常用生

长因子的安全性, 指出部分生长因子(如 IGF-1)口服后具

有一定的生物利用度, 研究表明口服 IGF-1 后约有 9.3%可

进入体循环, 而乳蛋白可能保护 EGF 和 IGF-1 等生长因子

在消化道中免受降解。这意味着即使残留水平很低, 仍可

能通过口服途径产生生物学效应。此外, 若通过膳食额外

摄入外源性生长因子或外源激素, 可能导致体内总水平升

高, 干扰内分泌平衡, 潜在增加癌症、代谢紊乱等慢性疾

病风险[81]。第三是致敏性危害, 重组蛋白类生长因子可能

具有免疫原性, 或含有宿主细胞残留蛋白, 在敏感人群中

可能引发过敏反应[76]。控制生长因子与外源激素残留风险

的核心在于替代与去除。首先, 优先选择与人类内源性序

列高度同源或完全相同的重组生长因子, 以降低免疫原

性和未知肽段产生的风险。其次, 在细胞收获阶段通过充

分的冲洗、换液和纯化步骤, 尽可能降低终产品中的残留

水平[90]。 
2.2.3  支架与微载体中的成分及残留 

支架与微载体是细胞培养肉特有的工艺要素, 由此

引入了一类传统肉类中不存在的化学危害。支架是具有多

孔三维结构的生物材料, 为细胞提供附着、增殖和分化的

支撑环境[91]。支架材料包括动物源性胶原蛋白、明胶、植

物蛋白(大豆、小麦、花生)、海洋源多糖(海藻酸盐、壳聚

糖)、合成聚合物(聚乳酸、聚己内酯等)以及纳米材料等[35]。

微载体是用于大规模细胞扩增的微小颗粒, 为悬浮培养的

贴壁细胞提供附着表面[92], 微载体通常由葡聚糖、明胶、

聚苯乙烯、海藻酸盐等材料制成[93]。这些材料本身并非都

有毒有害, 如海藻酸盐、纤维素等已被广泛认为是安全的

食品成分, 其风险主要在于动物源或植物源材料可能带来

的致敏性。化学性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化

学毒性危害。支架和微载体材料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引入有

害化学物质: (1)交联剂残留, 为稳定结构而使用的化学交

联剂(如戊二醛)或光引发剂(如苯基-2,4,6-三甲基苯甲酰基

亚磷酸锂)具有细胞毒性, 若在后续洗涤中未完全去除, 可能

残留在最终产品中, 对消费者构成健康风险[55]; (2)合成聚合

物降解产物, 如聚乳酸和聚己内酯等可生物降解聚合物在

体内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副产物, Goud等[82]的研究已

发现聚乳酸医疗器械中存在微量增塑剂邻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的浸出, 该物质与发育和生殖毒性以及甲状

腺激素紊乱有关; (3)纳米材料风险, Sophian 等[35]指出纳米

颗粒可能表现出尺寸依赖的毒理学特征, 被细胞摄取、诱

导氧化应激及摄入后全身分布的可能性。其次是分离过程

危害。在第四阶段, 若支架或微载体不可食用或不可降解, 
细胞收获后需要通过化学、酶解或机械方法将其与细胞分

离, 这些分离过程中使用的酶(如胰蛋白酶)、化学物质(如
EDTA)或螯合剂可能残留在最终产品中, 构成额外的化学

危害[40]。 
支架与微载体相关危害主要出现在第二和第三阶段。

由于肌肉细胞具有贴壁依赖性, 细胞培养肉在大规模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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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必须借助微载体以提供高密度的附着表面; 而在组织

成熟阶段, 为了模拟真实肉类的质地与微观结构, 则需要

将细胞转移到具有特定形貌的支架上进行分化培养。核心

控制措施包括优先使用食品级、可食用或可生物降解的天

然材料(如壳聚糖、纤维素、海藻酸盐等)[80]。优化洗涤步

骤以去除残留, 优先选择无毒交联剂, 避免使用具有明显

细胞毒性的交联剂[55]。对于不可食用或不可降解的支架, 
应在肌源性分化前将细胞与支架分离[71]。优化微载体沉

降、离心或过滤等分离工艺, 确保微载体残留降至可接受

水平[92]。 
2.2.4  内毒素污染 

内毒素是源自某些革兰氏阴性菌细胞膜的有毒物质, 
主要成分为脂多糖, 常见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志贺氏

菌等细菌的细胞外膜[56]。内毒素具有两个关键特性: 疏水

性使其易于附着于塑料搅拌器、生物反应器内壁等设备表

面; 热稳定性使其无法通过常规热灭菌工艺有效破坏[49]。

内毒素可在细菌代谢过程中脱落或在细菌裂解死亡后释放, 
因此即使不存在活菌, 内毒素仍可持续残留[70]。传统肉类内

毒素污染主要源于动物屠宰过程中的肠道内容物暴露[94]; 细
胞培养肉内毒素污染来源更为广泛, 包括活检样本、培养

基成分、设备、操作人员等[70]。传统肉类中内毒素的风险

通常表现为明确的食品安全问题, 而细胞培养肉中的内毒

素不仅对最终消费者构成安全风险, 还会导致细胞培养结

果出现变异, 构成工艺与安全的双重风险[49,56]。 
内毒素污染贯穿培养肉生产全过程。培养基配置环节, 

水、血清、基础培养基组分(尤其是通过细菌发酵生产的氨

基酸)是最常见的初始污染源[70]。第一阶段活检环节引入的

内毒素在后续扩增中被大幅稀释, 风险相对较低[37]。但内

毒素因其疏水特性, 可附着于生物反应器内壁、支架材料

及微载体等表面(第二至第三阶段), 并随培养过程持续存

在, 常规 0.2 μm 滤膜无法有效截留[37,56]。第四阶段, 洗涤

缓冲液、加工设备或包装材料若携带内毒素, 产品在浓缩

状态下易发生富集。 
核心控制措施包括获取源动物健康信息, 必要时开

展毒素检测并计算稀释倍数能否达到安全水平[40]。优先采

用无动物源培养基; 采用能够有效去除或灭活内毒素的纯

化工艺; 确保细胞培养所用氨基酸来源于不涉及革兰氏阴

性菌的生产工艺。此外, 材料设备的清洁及有效灭菌至关

重要[70]。 
2.2.5  冷冻保护剂残留 

传统肉类生产不涉及细胞冻存环节, 而细胞培养肉

依赖于细胞系建立和长期保存, 为确保细胞在不同生产批

次之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必须将细胞冷冻保存于细胞库

中。这一环节引入了传统肉类生产中不存在的化学性危害

—冷冻保护剂残留[80]。冷冻保护剂是一类用于保护细胞在

冷冻和解冻过程中免受损伤的化学物质, 通过调节细胞内

外的溶质浓度、降低溶液冰点、抑制冰晶形成, 从而维持

细胞在冷冻状态下的活性和功能[95]。常用冷冻保护剂包括

DMSO、山梨醇、果聚糖、海藻糖、蔗糖、聚乙二醇等[40,44]。

其中 DMSO 已被证明具有负面毒理学效应, 若残留在终产

品中可能对消费者构成潜在健康风险[83]。 
冷冻保护剂主要出现在细胞培养肉生产的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 , 细胞通过活检分离后 , 需将细胞冻存于细胞

库。为实现长期储存, 细胞必须冷冻保存于–100 ℃以下的

超低温环境中, 冻存液中需添加冷冻保护剂以提高细胞存

活率[42]。控制冷冻保护剂危害的措施包括: 优先使用已在

食品加工中应用的冷冻保护剂(如山梨醇、果聚糖、海藻糖、

蔗糖等)替代 DMSO[96]。其次, 使用最低有效剂量, 并对终

产品中的含量进行量化以确保安全[56]。第三, 细胞解冻后

充分洗涤, 结合终产品清洗工艺去除残留[77]。 
2.2.6  其他化学污染物及工艺相关物质 

培养肉生产过程还存在其他潜在化学危害, 涵盖传

统肉类中的环境污染物(重金属、农药、二噁英、多环芳烃

等)以及细胞培养工艺特有的化学添加物和接触材料迁移

物。研究表明, 传统肉类中的环境持久性污染物通过食物

链在动物体内富集[79]。细胞培养肉规避了食物链的生物富

集效应, 理论上具有安全优势, 但其复杂的生产工艺引入

了一系列传统肉类中不存在或关注度较低的化学危害[56], 
包括培养基添加物(消泡剂、pH 缓冲剂、指示剂)的潜在残

留, 一次性塑料制品引发的增塑剂、稳定剂及降解产物迁

移风险, 清洁剂(表面活性剂)残留与微塑料污染等。 
此类化学危害贯穿生产多个阶段。第一阶段, 重金

属、农药等环境污染物可在供体动物养殖过程中通过污染

饲料或水源进入动物组织, 并随活检引入培养体系[40]。第

二阶段风险主要来自培养基化学添加物[56]。消泡剂用于控

制泡沫, pH 缓冲剂及指示剂用于维持培养环境稳定, 此类

物质通常不被细胞代谢, 若去除不净可残留于终产品。用

于设备清洗的清洁剂若冲洗不彻底, 其残留不仅具有细胞

毒性, 还可能污染后续培养体系。此外, 一次性塑料制品

在长时间暴露于高温、剪切力及活性代谢物下, 其增塑剂、

稳定剂及降解产物可迁移至培养体系, 而现行食品接触材

料法规未覆盖此类长期细胞培养场景, 加剧了安全性评估

的复杂性[35]。第四阶段风险包括微塑料污染与设备金属浸

出。微塑料可源于水、空气、设备及包装材料, Sun 等[84]

证实荧光聚乙烯微球(10~45 μm)可影响细胞增殖与基因表

达, 鉴于其在易生物富集的海洋源细胞中普遍存在, 对源

细胞及终产品进行微塑料检测十分必要。同时, Sogore 等[55]

指出生物反应器金属部件(如铬、镍、镉)可浸出至终产品。 
针对上述多阶段、多来源的化学危害, 控制措施需贯

穿全流程: 对供体动物进行重金属、农药及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检测, 并采用食品级设备以降低重金属迁移[40,70]; 减
少塑料制品使用, 并对接触材料进行迁移测试[40]; 优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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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工艺、建立清洁验证程序, 并量化终产品中各类化学污

染物含量[80]。 

2.3  致敏性 

Wilson 等[97]的研究表明传统肉类的致敏原主要来源

于动物本身的固有蛋白(如牛血清白蛋白、肌球蛋白、α-
半乳糖等), 人类已有长期食用历史, 可通过流行病学数据

和临床案例进行风险评估。细胞培养肉的致敏性风险来源

更为广泛且复杂, 不仅可能保留源动物的固有致敏原, 还
因引入新型蛋白和新型材料产生全新风险[42]。此外, 细胞

培养肉缺乏人类长期食用历史, 致敏性评估必须依赖预测

性方法[35]。细胞培养肉的致敏性风险可分为两类: 已知致

敏原的残留或异常表达(如源动物致敏蛋白、牛血清白蛋白、

支架材料中的大豆、花生、小麦致敏原等); 以及新型致敏原

的产生(如永生化过程中异常表达的蛋白、基因编辑脱靶效应

产生的新蛋白、支架材料中抗消化线性表位等)[98]。 
致敏性危害贯穿四个生产阶段。第一阶段风险主要来

自源动物本身的固有致敏原, 这些致敏原可能通过活检组

织带入培养体系[74]。此外, 永生化细胞系的构建引入了新

的致敏性风险[98]: 病毒源性永生化工具可能残留并直接作

为抗原激活免疫反应; 端粒酶逆转录酶过表达可能导致

DNA 甲基化异常, 激活致敏原相关基因; CRISPR-Cas9 基

因编辑产生的脱靶效应可能导致非预期的基因突变, 上调

致敏原编码基因的表达或激活原本沉默的致敏原基因。第

二阶段的风险主要源于培养基组分。胎牛血清中含有牛免

疫球蛋白和牛血清白蛋白等多种蛋白质, 已被证实为过敏

原[74]。即使在无胎牛血清的条件下, 重组生长因子、植物

水解物等替代品也可能具有致敏潜力[55]。第三阶段风险主

要源于支架材料。源自植物蛋白、海洋多糖或动物源性胶

原蛋白和明胶的支架可能呈现先前已知的过敏原或交叉反

应表位[74]。此外, 生物反应器条件变化可能导致细胞蛋白

质表达谱变化, 暴露隐藏表位, 改变抗原性, 并增加过敏

反应风险[44]。第四阶段风险主要源于加工引入的致敏原和

加工诱导的新抗原。植物源黏合剂、铁强化剂、肌红蛋白

等特殊成分的添加, 可能引入已知过敏原(如大豆、小麦、

花生), 或导致蛋白质发生化学及结构修饰[35]。高温处理、

酶解及其他食品加工技术可能暴露先前隐藏的肽段序列, 
形成新的致敏表位[99]。 

致敏性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控制措施必

须贯穿生产全流程。第一阶段采用低致敏性细胞系, 通过

遗传稳定性分析和染色体分析监测细胞系, 使用非病毒载

体进行基因编辑, 并对供体动物进行致敏原筛查[56]。第二

阶段优先使用无血清培养基[55]; 对重组蛋白进行严格的纯

化质量控制[100];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评估重组蛋白与已

知致敏原的序列同源性[74]。第三阶段优先选用非致敏原材

料的支架(如海藻酸盐、纤维素等)[35]; 必须使用致敏原材

料的支架时需明确标识并进行致敏性评估, 包括序列同源

性分析、消化稳定性测试及动物模型验证[98]。第四阶段避

免使用已知致敏原原料或明确标识; 优化加工工艺以降低

致敏性; 建立过敏原控制程序防止交叉污染[70]。 

3  结束语 

细胞培养肉具有多方面潜在优势, 但这一新兴技术

仍需克服若干挑战方能实现广泛推广。核心挑战之一在于

主动识别食品安全危害, 以支撑风险评估与标准制定。传

统肉类的食品安全危害主要源于养殖、屠宰和加工环节, 
而培养肉虽在封闭的生物反应器中生产, 显著降低了肠道

病原体污染、食物链生物富集等传统风险, 但其自身生产

链条中仍存在微生物污染以及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传统

化学性污染的可能。此外, 其复杂的生产工艺可能引入支

原体污染、细胞系稳定性与遗传漂变、生长因子与外源激

素残留、支架与微载体中的成分及残留、冷冻保护剂残留

以及新型致敏原等特有危害。因此, 细胞培养肉的食品安

全考量已超越重金属、农兽药残留等传统肉类的关注范畴。 
目前各类危害研究仍处于危害识别阶段, 不同危害

在污染来源、发生阶段、检测难度及健康影响方面各具特

征, 风险优先级划分较少。此外, 化学性危害亦无统一残

留阈值, 原因在于缺乏系统暴露评估数据、标准化检测方

法, 且培养基配方多属商业机密、公开可用数据极为有限。

这凸显了开展暴露评估与剂量-反应研究的紧迫性。 
尽管当前数据基础尚不完善, 但基于现有危害识别

的结果, 仍可建立系统化的管理框架以指导实践。系统化

管理是控制危害的关键路径, 应采取覆盖全生产链的层级

化监控体系, 整合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良好生产

规范与良好细胞培养规范, 从源头预防、使用管理、残留

去除、替代策略及过程监控等多个维度实施系统化管理。 
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向: (1)深化危害评估与

风险量化研究。构建适用于培养肉的新型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模型, 来丰富暴露评估数据。(2)强化全链条监测与管控

技术。加强不确定性因素研究, 建立严格的检测与监管体

系。(3)推动基础性标准建设。当前虽尚不具备制定具体限

量标准的条件, 但可基于现有框架推进术语分类标准、生

产规范类标准以及关键危害检测方法标准等基础性标准的

建设, 为未来数据积累和限量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撑。(4)
完善监管体系。根据 FAO 的建议[101], 各国应重点推进以

下工作: (1)明确现有法规的适用性, 消除法律不确定性; (2)
评估上市前审批要求, 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3)明确监管机

构的职责划分, 可借鉴美国分阶段监管(收获前与收获后)
的经验; (4)加强国际协调, 推动食品法典委员会层面的标

准趋同; (5)确保生产者、消费者、科研机构等多方利益相

关者的广泛参与。在此基础上, 推动建立清晰、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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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框架, 以确保产品安全性、品质及标签准确性, 从而

为培养肉的产业化与可持续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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